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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B01 版)

那么，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
孩子能不能行？有人就提出，老百姓常
讲“老大憨厚、老二聪明、老三猴精”，
不要老二老三，会不会把未来的发明
家、科学家弄没了。对此，又有人以诺
贝尔奖金获得者和名人为例，说明头
生子智力不比老二老三差，毛泽东、鲁
迅都是老大，就是有力证明。

那么，劳动力会不会出现短缺，问劳
动部；兵源会不会短缺，问武装部；教育
会不会出现问题，问教育部……还有孩
子的抚养问题、养老问题、家庭结构问
题、男女比例失调问题等等，甚至，因为
唐山地震，有人提出万一出现灾难，老人
死在家里都无人知道无人管该怎么办？

在走访调查独生子女家庭的时
候，许多家庭没有遇到没有想到的问
题，起草《公开信》之前，都被专家想到
了。

考虑到一些特殊情况，还不能搞“一
刀切”，针对某些困难群众和少数民族，
可适当放宽。
“可见当时党中央对这件事是非

常认真、谨慎的，不是一拍脑瓜想出来
的，不是一拍桌子就定下来的。”张敏
才告诉本报记者，《公开信》从起草到
发表共用了 3 个月的时间。

要给百姓

吃两个“定心丸”

一是不搞一刀切，二是政策不是
长远的，是阶段性的。

《公开信》的起草工作，由国务院
副总理兼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
长陈慕华同志领导，国务院计划生育
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栗秀真
和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副主任梅行具体
组织。

宋健以控制论专家的博学多识写
了近两万字的初稿，富于科学性和趣
味性。

人口学家刘铮也写了一个初稿，
他是统计学出身，列举了许多数据，学
术性强，也有六七千字。

之后，书记处研究室又召集参加
起草的八位同志开会，就《公开信》的
内容、写法和要求进行深入讨论。一致
认为，《公开信》要突出的几个特点：要
短，长了读的人就少了；文字要通俗，
让老百姓看得懂；要回答群众最关心
的问题；既讲好处，也讲弊端；给百姓
吃两个“定心丸”：一是不搞一刀切，二
是政策不是长远的，是阶段性的。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议到的问

题，《公开信》几乎都想到了、讲到了。
诚恳透明，实话实说。”
“当时由于宋健和刘铮同志很忙，

会议确定在栗秀真、梅行、苏沛、刘庆
山同志指导下，由王连城和我执笔。”
张敏才被大伙认为“文如其名”。

会后，两人日夜赶写，每写一稿都
由梅行、苏沛组织一次讨论，提出详尽
意见。如此反复，一连写了六稿。

基本接近发表时的样子了，又经
过胡乔木审阅修改，提交书记处讨论。

1980 年 9 月 25 日，《公开信》见报
发表。

“那时发避孕药，不仅不

要钱，还给送到家里去”

当时的计生干部，几乎都练就了
一副“铜头”（不怕碰钉子）、“铁嘴”（耐
心做说服工作）、“橡皮肚子”（能受
气）、“飞毛腿”（能跑）的本领。

《公开信》把全体党员和他们所联
系的亿万人民摆在主人翁的地位，有
些基层党支部在学习《公开信》时，书
记第一句话就是“同志们，党中央给咱
们来信了”。

《公开信》发表后，全国大街小巷、
穷乡僻壤，到处张贴，到处传诵，老少
皆知。

为了打消已婚育龄妇女对落实节
育措施的疑虑，许多领导干部的家属，
年过四十了，已经没有生育要求，还是
率先躺在手术床上，接受节育手术。

在医院妇产科、病房中、走廊上、
礼堂里，挤满了来自农村的育龄妇女，
积极落实节育措施。
“那时候人的思想是单纯的，有的人

就明确表态，说为了响应党的号召，不要
孩子都可以。”
“那时候发放避孕药和避孕套，为

了避免群众不好意思，不仅不要钱，还
给送到家里去。”

当时的计生干部，几乎都练就了
一副“铜头”（不怕碰钉子）、“铁嘴”（耐
心做说服工作）、“橡皮肚子”（能受
气）、“飞毛腿”（能跑）的本领。

在邓小平、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
人的心中，控制人口增长和实现国家
现代化的目标紧紧联系在一起了。在
《公开信》发表前的一年时间里，邓小
平先后四次和国外客人谈到人口和
现代化问题，指出国外某些人攻击我
国的计划生育，实际上是不愿意我们
发展起来。邓小平说：“提倡一对夫妇
只生育一个孩子，这条杠杠不能突
破，这条杠杠突破了，四化就没有希
望了。”

最受关注的一句话

在张敏才看来，通过“独一代”的
奉献，人口“金字塔”已经变成“纺锤
形”，中国不再需要制造“独二代”。

约30年前，电视上曾经播出这样
一个画面，记者和一个放羊娃对话：
“放羊干什么？”
“挣钱。”
“挣钱干什么？”
“盖房。”
“盖房干什么？”
“讨婆姨。”
“讨婆姨干什么？”
“生娃。”
“生娃干什么？”
“放羊。”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口计划

生育工作的深入，人们的观念发生根
本的变化。生儿育女不再仅仅是为了
传宗接代，开始重视教育。
“这些翻天覆地的变化证明，《公

开信》把人口增长降下来，把经济增长
搞上去的预期目标已圆满实现，中国
人口已走出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怪
圈，开始步入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
环境趋向协调的科学发展轨道。”在张
敏才看来，《公开信》功不可没。

如今，纪念《公开信》发表 30 周
年，里面备受关注的一句话———“到三
十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
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
的人口政策了”似乎发出一个信号：
《公开信》已经完成了使命。

社会上对于政策是否会放宽引起
了热烈讨论。

对此，张敏才有自己的看法，“其
实我们国家的人口政策一直都在不断
完善，只不过它是在缓缓地平稳地变
化，就像火车进站一样，让人感觉不出
来。”

9 月 21 日，李克强出席做好人口
计生工作暨中国计划生育协会成立 30
周年座谈会发言，“他的发言中的语句
‘在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的基础上’，
还有‘逐步完善政策’，都可以看出来
释放了一些政策方面的信号，政策肯
定会调整，但肯定不会突然放开，必须
是在‘稳定’和‘适度’的基础上。”

在张敏才看来，通过“独一代”的
奉献，人口“金字塔”已经变成“纺锤
形”，中国不再需要制造“独二代”。

马寅初发表《新人口论》：

我的理论经得住历史考验

如今，一些想多要孩子的人还会骂一
个人——— 马寅初，好像他就是计划生育的
始作俑者。

1957年7月15日，时任北京大学校长
的马寅初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新人口
论》。

他主张提高人口质量，控制人口数
量，认为实行计划生育是控制人口最有效
的办法。

在反右派斗争中，马寅初受到批评。
1958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学庆祝建校60
周年大会上，陈伯达点名批评了马寅初：
“马老要对他的《新人口论》作检讨。”7月
1日，康生向北大师生作报告时讲：“听说
你们北大出了个‘新人口论’，作者也姓
马，这是哪家的马啊？是马克思的马吗？是
马尔萨斯的马吗？我看是马尔萨斯的马！”

有人逼马寅初作检讨，他坚决拒绝，
再一次发出誓言：不怕孤立，不怕油锅炸，
即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他坚信自己的理论是正确的，是经得
住历史的考验的。

1960年1月4日，马寅初被迫辞去北
大校长职务。

后来有人说“批错了一个人，增加了
几亿人”。

毛泽东批示：

人口非控制不可

其实，毛泽东早就关注“人口问题”
了。

1954年1月，中央批准了卫生部《关
于节育问题的报告》，第一次以正式文件
形式发出了《关于控制人口问题的指示》。

1956年，毛泽东主持制订了《全国农
业发展纲要》，规定除少数民族地区外，在
一切人口稠密的地区，宣传和推广计划生
育，并保证子女得到教育和就业的机会。

1957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
中全会上谈到人口问题时说，“计划生育，
也来个十年规划”。

1973年，各地区各基层单位陆续建
立计划生育机构，国务院提出“四五”期间
人口增长计划，这是我国第一个人口增长
计划。

1973年12月，全国第一次计划生育
工作汇报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贯彻了毛泽
东提出的避孕药具一律免费并送货上门
的要求，提出“晚、稀、少”的宣传口号。当
时，为配合宣传，还提出了“一个不少，两
个正好，三个多了”的宣传口号。

1974年底，毛泽东在国家计委《关于
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上作了“人
口非控制不可”的批示。

《公开信》发表：

计划生育的里程碑

今年，全国各地掀起了纪念《关于控
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
青团员的公开信》（以下简称《公开信》）发
表30周年活动。很多人把《公开信》发表
的1980年作为我国计划生育工作中具有
转折性和标志性的一年。

其实，中国的计划生育工作是从上世
纪70年代初开始搞的。1974年后，人口自
然增长率逐年减少，但是总体效果并不明
显，全国范围内，一对夫妇仍平均生育四
个孩子，至1979年，全国总人口达到9．75
亿。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向全国的
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发表了《公开信》，号
召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1980年至1997年，人口自然增长率
一直徘徊在10‰—17‰之间，1998年之
后增长率的数字变成了个位数。

按国家统一的测算标准，少生100多
万人相当于增加80多亿元的GDP总量；
可为家庭节约抚养成本200多亿元；为国
家和社会节约抚养成本600亿元；按联合
国粮农组织确定的人均0 . 8亩耕地警戒
线计算，可节省耕地80多万亩。

2001年12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颁布，2002年9月1日
开始施行，至今。

计划生育之历史节点
本报记者 鲁超国

为了争取在本世纪末把我国
人口总数控制在十二亿以内，国
务院已经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
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这是一项关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
的速度和前途，关系到子孙后代
的健康和幸福，符合全国人民长
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的重大措施。
中央要求所有共产党员、共青团
员特别是各级干部，用实际行动
带头响应国务院的号召，并且积
极负责地、耐心细致地向广大群
众进行宣传教育。

建国以来，由于卫生工作的
进步和人民生活条件的改善，人
口死亡率尤其婴儿死亡率大大降
低，寿命大大延长。但是，我们长
期对人口出生率没有适当控制，
致使人口增长过快，旧中国从一
八四零年到一九四九年的一百零
九年中，全国只增加人口一点三
亿。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
的三十年中，出生了人口六亿多，
除去死亡，净增四亿三千多万人。
人口增长得这样快，使全国人民
在吃饭、穿衣、住房、交通、教育、卫
生就业等方面，都遇到越来越大
的困难，使整个国家很不容易在
短时间内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
尤其严重的是，我国人口在一九
六三年到一九七零年这段时间增
加得最快，现在三十岁以下的人，
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百分之六十
五，今后每年平均将有二千多万
人进入结婚生育期。如果不从现
在起用三四十年特别是最近二三
十年的时间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
生育一个孩子，控制人口的增长，
按目前一对夫妇平均生二点二个
孩子计算，我国人口总数在二十
年后将达到十三亿，在四十年后
将超过十五亿。这将会大大增加
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困难，造成人
民的生活很难有多少改善的严重
局面。

解决这一问题的最有效的办
法，就是实现国务院的号召，每对
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对每家每户来说，增加了人
口，在他们不能干活以前，就会多
用钱，多用粮，影响家庭生活的改
善，这笔账一算就清楚。当他们能
够干活以后，一方面对社会作出
贡献，另一方面也要消费社会上
生产的物资。对国家来说，如果工
农业的劳动生产率还很低，物资
的生产还不丰富，人口增长的快
慢，就会直接影响现代化建设所

需的资金的积累。人口增长过快，
资金的积累就会减少，人口增长
减慢，资金的积累就会增加。人口
增加，除了家庭需要增加抚养费
以外，为了解决他们的上学、就业
等问题，国家还需要增加教育经
费、设备投资和社会公用事业经
费等。请想一想，从这些方面省下
钱来发展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
将会起多么大的作用！

那么，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
孩子的号召能不能实现呢？只要
大家齐心努力，达到这个目的是
有可能的。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
九年我国努力控制人口增长，九
年累计少生婴儿五千六百万。一
九七九年以来，几百万对青年夫
妇响应党的号召，自愿只生育一
个孩子。单是一九七九年，就比一
九七零年少生一千万人。事实证
明，我们的人民是通情达理、顾全
大局的，既能够体谅国家的困难，
也能够为子孙后代着想。

有些同志担心，一对夫妇只
生育一个孩子，将来会出现一些
新的问题：例如人口的平均年龄
老化，劳动力老化，劳动力不足，
男性数目会多过女性，一对青年
夫妇供养的老人会增加。上述这
些问题，有些是出于误解，有些是
可以解决的。

人口“老化”的现象在本世纪
不会出现，因为目前全国人口约
有一半在二十一岁以下，六十五
岁以下的老年人不到百分之一。
老化现象最快也得在四十年以后
才会出现。我们完全可以提前采
取措施，防止这种现象发生。

现在我国约有五亿劳动力，
预计二十年后还要增加到六亿，
就是到二十一世纪初，每年还会
增加一千多万个劳动力。到三十
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
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
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因此，劳动
力不足的问题可以不必担心。

实行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
子，到四十年后，一些家庭可能会
出现老人身边缺人照顾的问题。
这个问题许多国家都有，我们要
注意想办法解决。将来生产发展
了，人民生活改善了，社会福利和
社会保险一定会不断增加和改
善，可以逐步做到老有所养，使老
年人的生活有保障。尊敬老人、爱
护老人、供养老人，使他们过好晚
年，是子女应该担负的责任，也是
我们社会的优良传统。

他们诞生的那个年代———

“党让干啥咱干啥，肯定没错”

53岁的张长文已经退休了，毫无
疑问地承担起照顾外孙的责任。
“牛牛，渴不渴啊，喝点东西。”张

长文将奶瓶往孩子嘴里塞。牛牛专心
玩着“挖掘机”，扭着头躲闪着，最后干
脆跑开了。
“慢点慢点。”张长文连忙起身跟

上去。
这个情景发生在济南正觉寺小区

一栋居民楼家里，一个非常普通的家
庭，卧室的窗台上堆满了各式各样的
儿童玩具。

房子里还有一个“阿姨”——— 这户
人家请来的保姆，从早上8点到下午5
点，帮着做家务，一个月工资1200元。

张长文 19 81年结婚，正是提倡
“只生一个好”的年代。

她姊妹 5个，“有两个的都算少
的”，父辈的普遍思想是“孩子越多越
有福、越光荣”。
“到了1980年，突然严了。”那时

候，墙上到处被刷上了“想致富，少生孩
子多种树”、“少生优生 幸福一生”之
类的标语。广播里天天讲“计划生育是
一项基本国策”。单位有了专职的计生
工作人员，大会小会宣传计生工作。
“那时候，居委会的小脚老太太真

是起了大作用了。眼可尖了，谁家媳妇
的肚子大了，立马知道。”老太太们还
会移动小脚，健步如飞跑到各家各户
召集开会。

那时候张长文没有做任何的思想
斗争，思想非常单纯，“党让干啥咱干
啥。肯定没错，肯定光荣。”
“也有超生的，城市的很少，一般是

没有公职的，农村可能多点。”在那个摆
地摊都遭歧视的年代，“铁饭碗”被看得
很重，“超生”和“离婚”一样丢人。
“结婚了之后还不能立马要孩子，

单位给你列上计划，然后拿了娃娃票，
才能生孩子。”张长文24岁结婚，26岁
生下了女儿王欣。

在四合院里长大的童年———

“那时脖子里都挂着钥匙”

张长文一共休了84天产假，然后
就去上班了。

那时候大家对工作都有革命热
情，都想出成绩，都想进步，谁也不想
比谁差。王欣便由奶奶照看。

张长文当时在历下区的机关单位
上班，丈夫在街道办上班。

每天8点上班早晨7点半出门，中
午不回家，晚上5点半下班，6点多到
家，然后给孩子喂奶，“白天一天吃的啥

我都不知道，那时候奶粉都很少见。”
王欣算是幸运的，有奶奶照看，因

为她的叔叔早早接了老人的班。“那时
候，爷爷奶奶辈的也就50多岁，都还
没退休，都上班，没人看孩子。”
“绝大多数的家庭，都是休完产假

后，直接将孩子送到托儿所。”
王欣上小学了，有一个院子里的

发小是同班同学，他们一起上学放学，
学校离家很近，走10多分钟就到，“从
来没有家长接送的，不像现在家长能
把学校门堵了。”
“那时候我们脖子里都挂着钥匙，

回家后先写作业，写完之后就跑到院
子里玩。”在王欣记忆里，她的童年是
轻松的，快乐的，不知道什么是孤独。

上世纪80年代的济南，很少有高
楼大厦，大都是大街小巷四合院。

四合院里住的少则几户，多则几
十户。
“你帮我看着孩子，我去把锅坐

上。”
“再帮我看会儿，我去炒个菜。”在院

子里，随便哪个邻居，都可以帮着照看一
会孩子，一个大人能看好几个孩子。

院子里总是有玩的人，有时候院
子里没大人，年龄大点的孩子也可以
照看年龄小的，也没啥不放心的。

到了做饭的点儿，实在找不到人
看孩子，就把孩子撂在床上，随便给个
玩的东西，然后就可以去忙了。

张长文以前住的四合院里有20
多户人家，“那时候真的是吃百家饭，
穿百家衣”，谁家包了水饺，都会先盛
上几碗给邻居送去，谁家孩子大了，衣
服小了，就送给小点的孩子穿。对于送
来的衣服，无论新旧，没有嫌弃的，不
像现在。

被“惯养”的“独二代”———

“宁愿看以前10个孩子，不愿意看

现在一个”

王欣现在街道办上班，老公在一
家媒体上班，两人工资加起来一个月
大概8000元，但即使这样，他们几乎
还是“月光族”。
“有了孩子后，我们这几年没打算

攒钱。”王欣算了算花在牛牛身上的
钱：请保姆每个月1200元；出生之后
每个月游泳4次花200多元；每个月去
早教中心上课，一节课 126元；买衣
服、营养品等等每个月至少也要七八
百元……这样一来，每个月一般要在
牛牛身上花三四千元。

这些账她以前都不敢细算，家里的
日常生活用品有时都是父母花钱买。

牛牛想要什么东西，当姥姥的张
长文都会给他买，尽量满足他。
“我们那时候想疼爱孩子也没条

件。”在张长文记忆里，小时候几乎没
怎么在王欣身上花钱。“那时候的孩子

也没那么娇气，在地上摔跟头很正常，
经常灰头土脸的，很少哭。”只要不流
血，家长也都不会感觉心疼。
“我姥姥就说，宁愿看以前的10

个孩子，也不愿意看现在的一个孩
子。”王欣笑着说，然后逗牛牛：“小宝
贝，你是不是很难缠啊？”

王欣和老公都是独生子女，但他们
不打算再要二胎，原因是：成本高，养不
起；牵扯自己精力大，影响工作。

“四二一”下的压力———

“老人健康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如果不是妈妈已经离休，王欣真
的不知道牛牛应该由谁来照看。

王欣和老公的双方父母都在济
南，典型的“四二一”家庭结构（四位老
人两名年轻夫妇一个孩子）。

除了王欣的母亲张长文退休，其
他三位老人还都没有退休。

在牛牛出生前，张长文把家里收
拾干净后，就经常参加老年俱乐部的
一些活动，和一帮老年人一起唱唱跳
跳，没有“空巢”的孤寂和空虚。

现在，王欣小两口跟着张长文一
起住。牛牛出生后，张长文就很少去参
加俱乐部的活动了。

因为双方父母都年轻，能帮他们
分担很多，“现在担心的就是老人得
病，那样的话我既要照顾老人又要照
顾孩子，会很累，所以老人健康是我们
最大的福气。”王欣说。

至于以后双方父母上了年纪后，
给他们小两口带来多大的养老压力，
王欣还没有想那么远。

比起一些也是“独一代”的同事
来，王欣觉得自己很幸运：四位老人都
是有单位的人，退休了有退休金，看病
可以报销，家都在济南，过年的时候也
不用愁去男方家还是女方家里。

和王欣相比，梁颖则没那么轻松，梁
颖是工薪阶层，双方家里掏光老底各自
为他们凑了5万，他们自己攒了5万，付了
首付买了一套80多平方米的两室一厅。

装修时，梁颖父母来看房，兴高采
烈地“指导”了一番，然后又给了1万
元装修费。装修好后，梁颖的公公婆婆
来看新房，两个老人也很激动，“老了
就有着落了。”

梁颖和老公对望，然后商量：“看来
还得买一套。”可是，装修时欠了一屁股
债，每个月2000多元的房贷，然后加上
生活费，两人基本上也属于“月光族”。
“其实我们最担心的还是老人生

病，现在一点积蓄都没有，万一哪一天
急需用钱呢？”虽然有了房子，但是他
们仍然心难安。

只有在这个问题上，“独一代”才
开始羡慕起那些有兄弟姐妹的非独生
子女了。

1957年

1974年

1980年

作为计划生育产物的“独一代”，自诞生，就被戴上了“小皇帝”的帽子。
“那时候其实我们都忙工作，城市里的90%以上的孩子都是在幼儿园长大的，根本没条件‘惯

养’，现在的孩子才算‘惯养’。”“独一代”王欣的母亲张长文说。
王欣1983年出生，已经有了儿子牛牛，不到2岁，每周游泳一次，去一家幼教中心“上课”一

次……这个家庭每个月为他支出费用三四千元。
进入婚育期的“独一代”，当他们面临“独二代”时，面临就业、养老等压力时，内心感受又如何呢？

上有“四老”下有“独二代”

当“小皇帝”成长为“独一代”
本报记者 鲁超国

一封公开信
影响一代人

本文参考《党和国家领导人谈计划生
育[50 －70年代]》、《毛泽东选集》、《人民
日报》等材料

不同年代的计划生育标语

在济南一家早教中心，父母正在陪孩子一起“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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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形式的计划生育宣传


